
 

 

 

第十六章 由纸牵头的文房四宝与 

传统文化 
 

 

在中国古代，纸是基本的记事材料，当在纸上书写或绘画时，又离不开与其配

伍的毛笔、黑墨及砚台，这就构成了在传统文化中，大家赞誉的文房四宝。文房四

宝的配合运用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留下珍贵而又光辉的足迹。 

“文房”之名，起于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房。纸、笔、墨、砚为文房必备，

供用作书写或绘画，故被誉为“四宝”。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在得到友人潘谷仿制

的澄心堂纸后，感慨地写下“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欺州纸砚”一诗，诗中头两句为

“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这是第一次出现“文房四宝”的词句，这里

的二郡指的是当时江南路的歙州和宜州，它们都是优质的纸、墨、笔、砚产地。随

后出现了我国第一本关于文房四宝的专著《文书四谱》。 

在文房四宝中，纸是基础，纸的质量是保证作品水平的先决条件。笔、墨、砚

都是为了在纸上书写绘画而准备的。中国的毛笔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铅笔、沾水笔（尔

后来发展出钢笔）等书写工具，它所具有的特殊书写功能是后者无法比拟的，它与

汉字的书法和水墨画的绘制相得益彰。中国的墨是为毛笔的书写而创造的，它的制

作技艺从配方到制作及产品的特色，处处展现了先人在化工技术上的实践和智慧。

制砚的前提是选好石料。这又离不开先人对岩石的认识。当石料经精心设计、精细

加工后，砚台不仅为文士所钟爱，而且大多会成为人们观赏、收藏的工艺品。在笔、

墨、砚的巧妙配合下，造纸产业发展历经的步伐恰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文

化、文明、知识的渐进的舞台。 

一、纸张的运用促进两汉文化进步 

与甲壳、简牍等记事材料相比，纸具有以下优点。 

① 表面平滑，洁白受墨，不但适用于中国墨，而且适用于任何颜色和各种有

色汁液。不仅可用柔软的毛笔书写，也可用硬笔书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② 幅面可大可小，容字多；体质轻，柔软耐折，可随意舒卷，可裁剪、可拼

接，便于携带。既可写字，又可作画，还能剪裁成多种工艺品。 

③ 寿命较长，在良好条件下，虽经千余年而能完好留存。中国手工纸一般具



 

404 

有较好的抗氧化性，着色性好，还不易变色。经某种特殊处理后可抗潮，易于深加

工制成不同外观和功能的纸。 

④ 用途广泛，除书写、绘画外，还可用作印刷材料、包装材料，在生产的许

多环节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见到纸的运用。 

⑤ 最大的优点是原料广泛易得，制造技术易于掌握，可以就地制造，成本不

高，物美价廉。 

从出土的西汉古纸来看，由于技术初始，纸张的质量尚有部分存在问题，因而

没有完全用于书写记事。但是随造纸技术的经验积累，所造的纸张质量日益提高。

这一切就为蔡伦改革造纸技术作了技术上的准备。另外，在经济、文化方面，西汉

的重心在黄河、淮河流域的北方；到了东汉，伴随政治中心的东移，长江流域的两

岸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多的关照，遂形成了几个较大的经济区域。在这些地区都发展

起造纸业，和帝初年（89—100 年），许多地方都有造纸生产，并维持了王莽时期

的技术水平。这就是蔡伦改革造纸术的文化、经济背景。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蔡

伦于和帝初年，即 89 年升任中常侍，永元九年（97 年）兼少府尚方令，负责皇室

手工工场，制造御用器物，在总括前人造纸经验中，改革了造纸技术。 

蔡伦改革造纸术后，原有的纸坊在新技术的指导下继续开槽捞纸。并加强了管理，

设守宫令负责皇室御用纸、笔、墨、砚台的保管和供给。纸张开始大量地成为文件或书

信的载体。从此纸张的生产技术得到推广，造纸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初有规模，在手工

业生产的地位日益提高。到了三国时期，尽管缣帛、竹简仍有使用，但是纸张已成为公

文的主要材料。可以想像没有足够的纸张供给是很难做到的。东晋的皇帝规定用纸作为

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而一律用纸代替。地下出土的文物也表明，西

晋时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后，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部用纸了。其物质前提是

拥有大量的洁白平滑、方正耐折，完全符合书写要求的纸张。不用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

笨重的简牍了，此决定深受欢迎。这无疑将促进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造纸行业的发展。 

以纸代简，使书籍的编撰、文献的收集、资料的整理明显地增多，从而推进了

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仅以书法为例，由于在纸张上书写较之竹简等方便、

价廉，只要纸张来源渠道畅通，文人就能经常在纸上挥毫。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书法艺术进入新的意境，引起了汉字字体的变化。原先在汉代，便于在简牍上书写

的是隶书和小篆，到了晋代以后，兼有隶书及楷书笔意的楷隶体盛行起来。从楷隶

体的结构和笔锋走势中，可以发现这是当时在纸上书写而逐渐形成的习惯字体。这

种字体在简牍上是较难写出的。汉代偶尔出现的草隶或“章草”从晋代起也逐渐多

起来，逐渐由草体楷隶发展为行草，后又演进到草写。晋代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在

绍兴书写的《兰亭序》可见一斑。 

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和推广，特别是新的造纸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南北各地（包

括部分边远地区），都先后建立了官工业中的造纸作坊，民营纸坊也纷纷兴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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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地取材造纸，逐渐形成了北方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分布云集于山西、河北、山

东等地的造纸产地。主要生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山东在东汉末已产名纸，到

了曹魏时，东莱人左伯生产的“左伯纸”名重一时。

与此同时，纸本绘画也开始出现，纸的用途得到进

一步伸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创造了纸伞、剪纸、

折纸及卫生用纸等（见图 16-1）。晋室南渡后，先

进的造纸技术迅速推广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再

逐步传播到华南一带。绍兴、扬州、建康（今南京）、

广州和安徽南部很快也成为南方的造纸中心。主要

生产麻纸、桑皮纸及楮纸。这时浙江嵊县剡溪沿岸

因盛产青藤，遂成为藤纸生产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实践中成长的许多造纸工

匠，逐渐积累了许多先进的技术经验，结果是名匠

辈出，名纸涌现。除上述的左伯外，还有南朝刘宋时的张永。据沈约（公元 441—513

年）所著《宋书·张永传》介绍：“张永善隶书，又有巧思，纸及是皆自营造”，据说他

自造的纸胜于尚方纸。根据对古纸的检验，这时期造纸的原料以麻料为大宗。王羲之等

人的书法都是挥毫在麻纸上。由于对纸张的需求日愈增多，势必造成原料的短缺，为此

人们又开发了以野生的楮、桑、藤等韧皮纤维材料作为麻料的替代物。起初人们将麻料

与上述树皮纤维混合使用，也能生产出符合要求的纸张。继而又发现只要掌握技术适当，

用混合料生产的纸，在质量上优于单一原料的麻纸。从而创造了既能解决原料不足，又

能降低生产成本的造纸新途径。 

通过古纸的分析检测，可以看到造纸原料的扩展，与当时造纸技术的革新密切

相关。当时的造纸工艺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反复舂捣、多次漂洗、碓槽打浆、

帘模捞浆等工序上更加精工细作。晋代开始釆用施胶方法，即在纸浆中掺入适量的

植物淀粉糊或将粉糊涂刷于纸面上，再予以砑光，以改善纸的性能。工匠们还创造

了可折合的帘床纸模抄造技术。这项发明对于抄纸设备的能力提高十分重要，它能

抄出紧薄匀细的纸面，一改汉纸的粗厚旧态。这设备还减少生产工时，提高劳动生

产率。这项发明可能源于西晋，一直沿用在中国传统手工制纸的工艺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相应的发展。其一是表面涂布。所谓表面涂

布，就是将白色的矿物细粉用胶黏剂或淀粉刷在纸面上，再加以砑光。这种加工技

术的长处是使纸显白，增加平滑度，减少透光度，还可改善其吸墨性。这项技术大

约于 1764 年在欧洲首次使用，是英国人卡明斯（G.Cummings）提出来的。他将铅

白、石膏、石灰及水混合涂刷在纸上，以改善纸的质量。其二是给纸染色。纸经染

色后，除增加外表美观外，还会有其实用价值。晋时的染色有两种方式；先写后潢

或先潢后写。“潢”即是指染纸。当时的色纸主要是黄色，宗教用纸皆黄色，许多

 

图 16-1  新疆吐鲁番古墓出土 

的剪纸（公元 54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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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也喜黄纸。除黄纸外，还有青、赤、漂、绿、桃花等间色纸。 

二、纸业的兴旺发达与唐宋的文化昌盛 

隋唐五代也是造纸业兴旺发达的年代。纸产品广泛普及于民间，大量、多品种

的各色纸充斥于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强劲需求下，造纸业遍及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造纸业发达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造纸原料有了新的扩充。据文献

的记载和古纸的分析，当时的造纸原料有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

蓉皮等，特别是新增在农村广为种植的竹子。竹纸在这时期是初露头角。造纸业兴

旺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在造纸技艺进一步完备的同时，造纸产业得到新的扩展，造纸

业成为欣欣向荣的一个手工业部门。造纸作坊各地都有。据《新唐书·地理志》、

《元和郡县志》、《通典·食货志》等书记载，当时的常州、杭州、越州（今浙江绍

兴）、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今江西上饶）、

衡州、益州（今四川成都）、韶州、蒲州（今山西永济）、巨鹿郡（今河北巨鹿）等

十五个地区都出产纸张，并上贡朝廷。造纸业既有官办的，也有民营的，许多小县

也兴办了造纸作坊。据《唐六典》记载，当时的名纸品牌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

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细黄状纸及白纸，均州的大模纸，蒲州的细薄白纸。此

外还有楮纸、藤纸、桑皮纸、海苔纸、草纸（以上依原料名）；蜀纸、峡纸、剡纸、

宣纸、歙纸（以上依地区名）；笺纸、窗纸、印纸、法纸、火纸（以上依用途名）；

绫纸、薄纸、矾纸、玉版纸、锦囊纸、硬黄纸（以上依特殊质地名）；红纸、青纸、

绿纸、白碧纸（以上依颜色名）；金泥纸、松花纸、五云笺、金粉纸、冷金纸、流砂

纸（以上依加工制法名）等。当时有 18 个州邑，都有名纸贡于朝廷。名目繁多的纸

张各具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造纸业的盛况。图 16-2 是唐太宗御书的《温泉铭》。 

 

图 16-2  唐太宗御书《温泉铭》刻石拓印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安徽是唐代造纸中心之一。歙州、池州、信州、宣州等地均以产纸著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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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学者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

蜡之，以备摹写……”。据《旧唐书》记载，唐天宝二年（743 年）各郡贡品中有

“宣城郡船载……纸、笔、黄连等物”，说明宣纸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新唐书·地

理志》也记载，宣州土贡有纸、笔。当时的宣州下置宣城、当涂、泾县、广德、南

陵、太平、宁囯、旌德等八县。后世的“宣纸”以泾县为主要产地。 

在文化事业得到空前高涨的态势下，用纸耗量最大的是公私文书、契约、

各种书籍和书画以及习字之用。面对品种多出的优质纸，唐朝政府还以法典形

式对不同纸张的不同用途作出了规范。“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

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

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

用黄藤纸。”仅对各色藤纸的使用就

有此规定，可见当时用纸的讲究。

据唐人李林甫注《唐六典》和唐人

李肇的《翰林志》等书记载，凡朝

廷、官府的文书均用各色佳纸，行

政文书均用白藤纸写定，黄麻纸则

用于军事方面的文件，五色麻纸则

用于朝廷致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

藏、西域等地高级官员的文书。此

外，还规定凡公私用书、绎、道、

儒家经典都用麻纸（图 16-3），而某

些诏书则选用各色藤纸。日用的窗

户纸和照明的灯笼用纸也讲究起

来，两者主选薄皮纸或薄麻纸。制

伞则以涂油的防水纸替代了绢料。

各色纸衣、纸帽、纸花、纸人也进

入丧葬之列。作为包装材料，纸张更是大行其道。最引人注目的是“飞钱”的

出现，它是纸币的先驱。为了满足书法、绘画的特殊艺术需求，唐代还研制出

多种名贵纸品，例如硬黄纸、蜡笺纸、砑花纸、花帘纸、桑皮纸等（见图 16-4）。

唐代还明确将文化用纸区分为“生纸”与“熟纸”。所谓生纸是直接从纸槽中

抄出后经烘干而成，未作任何加工处理的纸，而熟纸是指经过施胶、染色或加

蜡、填粉等技术处理的纸。 

造纸业和纸的应用在宋元时期又有重要扩展。其中最瞩目的用处，是印制钱币，

也就是当时称作的“交子”。纸币的使用既节省了大量的金属，又便于携带，是经济

流通领域的一场革命。此外，还出现了纸牌一类的游戏用品，丰富了文化生活。宋

 

图 16-3  唐初麻黄纸书写的《妙法莲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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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兴起的烟火和火药武器中的火药包、火药桶及火药引线都使用特制的纸。总之纸

在工农业和文化生活中又增添了许多新的用途，使它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 

 

 

图 16-4  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桑皮纸） 

官府的文书主要使用藤纸，致使藤纸的用量很大，而藤的生长较慢，产量有限。

麻纸曾是主要的品种，据《唐书·经籍志》记载，唐玄宗时编纂的经、史、子、集

四库书一套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可见麻纸的用量也是很大。

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需求更多纸张，造成供求关系的紧张。于是人们开辟了可大片

种植，并生长迅速的竹子为原料，发现了造纸新途径。由于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

术上处理难度较大。竹纸的制造技术在唐代已出现，但是到宋代才成熟。竹纸的大

量面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技术已相当精致。北宋初期的苏易简（958—996 年）在《文

房四谱》卷四中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

便裂，不复粘也。”可见早期江浙生产的竹纸质量尚不好，纸的强度、韧度都很差。

北宋大文豪苏轼（1032—1101 年）在《东坡志林》卷十中写道：“今人以竹为纸，

亦古所无有也。”说明在当时竹纸已大量被使用。质量显然有所提高。南宋人施宿

著写的《嘉泰会稽志》在谈到剡溪物产变迁时说：“剡之藤纸，得名最旧，其次苔

笺。今独竹纸名天下，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工书者喜之。”

参照 9 世纪初的李肇在《囯史补》卷十一中记载当时的名纸时说：“纸则有越之剡

藤、苔笺。”表明在唐代，绍兴的名纸为藤纸和苔笺，而在南宋（嘉泰是 1201—1204

年，南宋宁宗年号），则是竹纸占据首位。在宋代的南方，竹纸生产已是造纸业的

主流。 

多品种、高质量的洁白纸张为印刷术从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提供了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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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过来，印刷术的革命带来的大量印刷品和书籍，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纸张

供应，为造纸业开辟了更广泛的市场，明显地刺激了纸张的大量生产。北宋初年，

印刷业面临的最艰巨任务是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于成都开始雕版印刷

全部《大藏经》计 1076 部、5048 卷。历时 12 年才雕印完工，共有雕版 13 万块。

这些繁重的工作逼使人们去改造工具和技术（见图 16-5）。就在这种社会需求的

驱动下，平民毕昇于庆历年间（ 1041—1048 年）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这种技

术与近代的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原理基本相同，它与唐代盛行的雕版印刷相比，技

术的进步是具有革命性的。它毋需一块一块地写字刻板，不仅节省了劳力和材料，

还提高了印刷的速度。印刷技术的变革使文化市场的面貌焕然一新，促进学术交

流，活跃思想传播的书籍等文化产品大量涌现，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

深刻影响。早期的雕版印刷主要承印宗教活动需要的佛像、佛经，少数文人的诗

集和指导农事生产的历法（见图 16-6）。印刷书籍尚少。往往是一版大多能印几

百部，极个别的能印上千部。颇费工时，大部头书仅雕版就花费几年时间。存放

版片也要占用很大地方。那些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很快就成为废物，是人力、

物力的巨大浪费。 

           

  图 16-5  北宋一私人刻印作坊（取自清代刻本）    图 16-6  宋代刻印年画“四美人图” 

                                                       （现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博物馆） 

毕昇用胶泥制成泥活字，一粒胶泥刻一字，经过火烧变硬。事先准备好一块铁

板，将松香、白蜡以及纸灰等混合在一起放在铁板上。铁板上还应置一大小适宜的

铁框，在铁框里依次排满泥活字，排满一框后即放在火上加热，松香、蜡、纸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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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融化，冷却后便将一版泥活字粘在一起，再用一块平板将泥活字压平。这些压

平后的一版泥活字就构成像雕版一样的印刷平台，刷上墨汁等染料就可以刊印了。

一版开印，就可以如法制作第二版。第一版印完后，将其放在火上加热，松香和

蜡融化后即可取下泥活字，以备再用。为了提高效率，可将两块铁板交替使用，

这样的印刷速度就更快些。准备好的几套泥活字可以反复使用。那些常用之字，

例如：“之”、“也”、“乎”等往往准备几十个，尽可能在排版时不缺字。即使遇到

一些生僻之字，还可以临时制作。当活字印刷术被推广后，印刷的书籍大量增加，

仅在国子监的书版，短短的 40 年就从 4000 多本增至 10 万余本，经、史、正义皆

有。1241—1251 年间，活字版印刷的朱熹著述《小学》、《近思录》等学术作品纷

纷面世。倘若没有活字印刷术，这些著作很难及时、大量出版。图 16-7 是元代王

祯在《农书》中所描绘的活字印刷术。 

 

图 16-7  王祯《农书》所描绘的活字印刷术 

宋代造纸业的中心在原料较充裕的四川和江浙。据宋人苏易简的《文房四谱》

所记，当时的造纸原料除传统的麻、桑皮、楮皮、藤、苔外，还有竹、麦秆、稻

秆。纸的种类很多，除十色笺、鱼子笺、流沙笺外，四川的布头笺被苏轼赞赏为

“天下第一”。冷金笺的纸质，司马光说它是“莹若裁璆琳”。此外还有经宵、贡

余、表光等，名目不一。川纸在汴京有很大的销量，表明其造纸业的发达。江东

则是南方造纸业的中心之一。当时的文人赞美道：“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

东纸白如春云。”歙州则是江东纸著名的产地，出产白滑表纸、硾纸、于心等名

纸。而宣州的粟纸、布水纸也属江东名纸之列。两浙是南方又一个造纸业的中心。

杭州、越州、婺州、衢州等地产出的藤纸，越州的剡溪纸都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纸

品。可见当时的浙江、皖南地区造纸业有广泛的分布。此外吉州的竹纸、抚州的

茶杉纸、牛舌纸、福建泉州的蠲符纸、襄州的夹表纸、湖北的夷陵纸都是被选中

的贡纸。当时有些高质量的纸还可以替代布匹作袄、帐、冠等服饰而不被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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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纸质的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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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房四宝业的盛况 

造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包括笔、墨、砚等文具行业的发展。笔、墨、砚的出现

虽然都在纸之前，但是它们之间的密切配合对于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是有目共睹的。通过对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的仔细观察，可以辨认出毛笔描绘的

痕迹，这时大概已有原始的毛笔。商代在甲骨上记事，方法一是刻画后再涂以颜色；

二是用笔着色涂写。在商代使用毛笔记事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毛笔在战国时期开始

得到广泛使用，但各地对它的称谓尚未统一。1953 年在长沙的战国墓葬中，1974

年又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中，分别都出土了毛笔。前者用丝线将笔毛捆在杆端上；

后者是将笔杆劈分为数片，将笔毛夹在中间，再用丝线系牢。前者由于不宜发力，

易开叉，还易脱落，显然不如后者使用方便。后来又在湖北荆州楚墓中出土了毛笔，

笔毛被夹在被劈开的苇秆中间，说明制笔技术在进步。制作笔芯最常见的毛是兔毫，

《淮南子》有一段描写很形象，“以为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

哭”。大量地取兔毫作笔，危及兔的生命。由于兔箭毛具有尖锐、刚劲的性能，制

成的毛笔有其独特的使用效果，后人称其为“紫毫”。其实羊毛、狼毫等动物毛也

能制笔芯。后来又发现笔头中央部分（笔柱）用箭兔毛，外围部分（披毛）采用黄

褐色的狼毫（软毛）紧紧地裹抱着笔柱，这样笔头就不易分绺，不易开叉。这种“兼

毫笔”笔锋刚柔相济，便于储墨，不仅便于书写，而且使汉字书写更为流畅，提高

了书写速度。传说中的蒙恬造笔，实际上是蒙恬改良了毛笔制作工艺。据晋代崔

豹的记载，蒙恬的笔以枯木为杆，用鹿毛为柱，羊毛为披。这些原料倒是适合西

北地区的物产环境，因地制宜地利用枯木和盛出的羊毛、鹿毛。实际上，在陕西

云梦睡虎地墓地出土的三支秦代毛笔，都是以竹质，上端削尖，下端较粗，镂空

成毛腔。也就是说蒙恬对制笔工艺的改革主要是开辟了制作笔头的新原料和尝试

了新的兼毫内容。更突出的是一改夹笔头于杆而将笔头固定于空腔的工艺。1985

年，江苏连云港市的汉墓中还出土了毛笔，其中一枝毫长 4.1 厘米，竟有 2 厘米

是储塞在笔杆内，将笔毛的一半纳入腔内，恰好符合汉笔大料制小笔的特点。这

一特点是充分利用紫毫的长处，增多了笔锋的弹力。这种短而粗的形制一直影响

到唐代。 

制笔工艺的成熟和蔡伦对造纸术的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无疑使书法和

绘画艺术水平进步不少。收用高质量的纸和笔成为文人的嗜好。为了展示自己的成

果，书法家们不仅亲自参与制笔，还在笔杆上刻字，发展起毛笔的装潢镶饰，毛笔

收藏的艺术价值就愈发高了。考古工作者曾在甘肃武威磨嘴子的东汉两墓中各出土

一支毛笔，笔杆上分别刻有“白马作”、“史虎作”，可表示墓中主人的身份。三国

时魏人韦诞擅长制作笔和墨，亦著有《笔墨方》一书。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

闻名于世。在他写的《笔方》中，介绍了他制笔的工序：先用梳子梳理兔毛和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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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毛，把不整齐、不清洁的去掉，使其不弯曲杂乱。再将其分开，用梳背打整齐，

毫尖和毫头都必须排扁，达到极均匀、平整，好使用。然后将羊青毛缩拉到离兔毫

头下二分的地方，再合起来，排扁，卷起来，卷到极圆。卷好后，尽力将其扎紧。

将整理好的羊毛放在中央，名“笔柱”，再用兔毫青固定在羊青毛外，和作柱方法

一样，使中心整齐、均匀平整。用力捆扎，放进笔杆管中，宁可让毛长而进入筒深，

宁小不要大是制笔的关键。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也著有《笔经》一书，讲述了他制笔

的经验。其中用漆把笔头固定在笔杆的空腔中，较之以前用丝线捆扎更为牢固便利，

是又一项进步。在质量好的纸张上，毛笔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在汉代隶书趋于成熟

的基础上，草、行、楷等书体在魏晋南北朝时相继兴盛起来。在唐代又发展出一种

锋长精柔的长锋笔，它促成了唐宋时期书法中纵横洒脱的新风。总之，在制笔技术

不断进步的支持下，古代的书法家在诸多品牌名纸上挥毫，创造了许多在中国文化

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文化精品。 

唐代的宣州由于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而发展成全国的制笔中心。制作精

良的“宣笔”，深为士林所称道，并成为年年指定的朝廷贡品。到了元代，浙江湖

州逐渐取代了宣州，成为一个新的制笔中心。原因有三：其一是宋室南迁，致使文

化中心南移；二是宋末元初，大批制笔工匠迁往湖州以避战乱；三是湖州原先已有

制笔的悠久历史，制笔材料丰富，特别是湖州产的白山羊，其羊毛长而白，尖锋颖

长而匀细，性柔软，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加上元代文风讲究以书入画，突出“写”

意，恰好适用这种羊毫笔。元代的湖州，聚集了大批名工巧匠生产“湖笔”，他们

取材严谨，选料精细，特别是以在制作中要经过浸、拨、并、配等 70 多道工序，

制得具有“尖、齐、圆、健”之“四德”的上乘之笔而著称于世。 

倘若说制笔工艺与化工技术关系不多，那么制墨工艺属于地道的化学工艺一点

也不为过。制墨技术的关节点就是将炭黑用作颜料加工成适合和水研磨成墨汁且

便于在纸上书写显色的墨锭。对于炭黑作为黑色的颜料，先人经历了漫长的实践和

认识。最早使用的色料，大多是天然色料，如墨斗鱼腹中的黑液、赭石、乌金土、

紫金土等低铁矿物等。大约在商代起，人们始用炭黑作颜料。在殷墟的甲骨片上，

那些字划中涂上黑色的颜料就是由木炭加工成的炭黑。古代占卜用墨画龟板再灼

烧，这也是使用墨的前奏。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在商周时期，开始出现专

门的“画绘之工”，以掌握使用颜色的技艺。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彩绘

纺织品上，炭黑等颜料是经黏合剂的调和而附着在织物上的。周代的“五刑”之

一的“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然后再涂上墨汁。可见周代已使用墨汁了。战

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促进了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兴旺。对新型书写材料

的迫切需求，促使方便携带的固体墨锭应运而生。1975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战

国古墓中就出土有固体墨锭，其色纯黑，呈圆块形。同时出土的还有石砚和写满

墨字的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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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应劭的《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1973 年山西浑源毕村西汉墓中曾出土墨丸及带有墨迹的石砚。同年在湖北江陵凤

凰山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毛笔和带有墨迹的石砚。

此外在河北望都西汉墓的墓室壁画中，就有一幅画描绘了在官吏面前摆着砚台和墨

锭的画面。考古发掘的众多资料都表明汉代的制墨业已成型。汉代许慎在《说文解

字》中说：“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土也。”表明当时的制墨技术。 

早期的墨是仅用炭黑和胶两种原料制成。汉代初期的人工墨还没有固定的形制，

丸粒状、块状、瓜子状都有，质地也很粗陋。到了东汉，发明了墨模，才有墨锭的生

产。在材料上主要使用松烟，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制墨中开始添加一些辅助物，

并逐渐形成一套复杂的加工程序，表明制墨技术趋于精细化。自南北朝起始，与造纸

技术的发展相伴，制墨技术在不断创新中，进而有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系统技术。 

炭黑是一种精细的化工原料，是含碳物质经不充分燃烧所产生的一种轻质而疏

松的黑色粉末，属单质碳素。对于制墨用的炭黑来说，一要细，二要黑，这两个指

标都与制取炭黑的原料有直接的关系。古代制取炭黑的主要原料是木材和油脂。树

木以松木为主，也有用桦木和松香的。油脂主要是桐油，也有用石油、猪油、苏木

油、麻子油、豆油及生漆的。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韦诞（179—253 年）善于制墨，

人称赞其墨“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后来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笔墨九十一》中

总结了他制墨的配方和工艺，“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堈内筛去草

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面一斤，以好

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黑色）。

可下鸡子白（即蛋清）—去黄—五颗。亦以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

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

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日解碎。重，不得过三二两。墨之大诀如此。

宁小不大。”自魏晋以来，历代都公认最好的制墨烟原料是松木，由于松木中含有

丰富的松脂，不仅可制得优质的炭黑，而且使炭黑带有一种天然的香气。故此选择

松木的标准视其所含松脂的多寡而定。 

到了宋代，印刷术的变革使印刷的文化产品大增，仅靠松木、松香的资源制墨

显得有点拮据。人们在摸索中将原料扩展至油脂。宋何薳《墨记》云：“沈硅，嘉

禾（今浙江嘉兴）人，……出意取古松煤，杂用脂漆滓烧之，得烟极精细，名为漆

烟。”何薳在《春渚纪闻》中又说：“永嘉（今浙江温州）叶谷作油烟墨。”估计油

烟（又名“灯黑”）先是以油和漆滓掺入松木中，继而发展到单用油脂。宋人苏易

简在《文房四谱》中记载了以麻子油制油烟的“麻子墨法”。宋代沈括在《梦溪笔

谈》卷二十四中提出，陕西延安一带的石油也是制油烟的优良原料：“试扫其煤以

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从此以油制烟的技术发展起来，在明代十分兴盛。

明代沈继孙在《墨法集要》中说：“古法惟用松烧烟，近代始用桐油、麻子油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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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人用皂青油烧烟，苏人用菜子油、豆油烧烟。”不同的油制得的炭黑质量不同，

沈继孙接着说：“桐油得烟最多，为墨色、黑而光，久则日黑一日。余油得烟皆少，

为墨色，淡而昏，久则日淡一日。”总之，油烟制得的炭黑，颗粒细，黑度高，加

上炭黑吸附一些挥发性物质，改善了墨的色相，提高了墨的光泽，有助于产生“一

点如漆”的效果，因此胜于松烟。图 16-8 是清代画家描绘的制墨工艺图。 

   

                        （a）溶胶                                 （b）搜烟 

   

                          （c）蒸剂                               （d）杵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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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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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样制                                  （f）入灰 

图 16-8  古代制墨工艺图（摘录自清代徐扬《墨法集要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制取炭黑的具体方法是将松木放在窑中燃烧，利用不完全燃烧和足够的热量使

碳氢化合物裂解，并让生成的炭微粒有效地沉积下来。其炉窑的构造和投薪的数量

都是很讲究的。制取油烟则是在一种特制的油灯中进行，对此明代沈继孙在《墨法

集要》中有详尽的描述和图解。衡量炭黑质量的标准是它的粒度。颗粒越细，则颜

色越黑，遮盖力越大，最后研墨得到的胶体也越稳定。中国古代正是以颗粒大小作

为分级标准，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鉴别方法。 

动物胶不仅是炭黑的黏合剂，同时也是炭黑粒子的分散介质，还起着对炭黑

的保护作用。因此它在制墨中十分重要。古代墨工将选择什么胶和怎样用胶都看

作制墨的秘方。宋代晁贯之在《墨经》中指出：“凡墨，胶为大，有上等烟而胶

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烟能得善墨。”“潘谷之烟，人多有之，而人

制墨莫有及谷者，正在煎胶之妙。”晁贯之推崇的是鹿胶，其次是牛胶。他还认

为：“胶不可单用，或以牛胶、鱼胶、阿胶兑和之。”几种黏度不同的胶混用，可

以改善其黏结性能，增强保护功能。要保证胶液具有较佳的黏度，必须在溶胶过

程中注意胶液的浓度、温度及酸碱度。一般来说，胶液温度愈高，黏度黏低，所

以大多采用慢火和隔水煮化的方法。在制胶中，时常加入呈酸性的绿矾、石榴皮

等，以调节胶液的酸碱度。 

以炭黑和黏合剂简单混合的黑色颜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而在颜料

中加入种类繁多的添加剂则是中国制墨工艺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曾使用过的添加

剂大致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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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剂：绿矾、胆矾、乌头、杏仁、巴豆、藤黄、猪苦胆、珍珠、黄檗、犀角、

马鞭。 

助色剂：青黛、秦皮、苏木、紫矿、螺青、地榆、五倍子、虎杖、卷柏、黄连

等 28 种。 

增香剂：麝香、龙脑、冰片、藿香、零陵香、白檀香、丁香、蔷薇露等。 

润湿剂：鸡子白、皂角、藤黄、生漆。 

pH 调节剂：绿矾、胆矾、酸石榴皮。 

在准备好原料后，制墨的关键技术是和墨。首先掌握好的是炭黑与胶液的恰当

比例。韦诞墨法中，炭黑与胶的重量比为 100 ::  31。直到宋代大多依照这一比例。

当明白胶的用量取决于炭黑的细度，逐渐摸索出更合理的比例。对于油烟，其比例

达 100 ::（45～60）；对于松烟，则为 100 ::（25～31）。墨工还发现，炭黑的颗粒越分

散，墨的色相就越黑，而充分的分散又取决于充分的润湿，即让每一个分散的炭黑

颗粒都被润湿，裹上一层薄的胶膜。否则由于未被润湿的炭黑颗粒团聚在一起，就

会影响墨的质量。 

为了克服炭黑的凝聚现象，提高其润湿性，古代墨工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加

入如皂角之类的表面活性剂；二是利用外力进行充分的机械混合，迫使炭黑颗粒充

分地分散在胶这种分散介质中，即“捣不厌多，愈捣越精”。从整个制墨工艺中，

可以看到其中应用了许多化工操作，符合其中的化学原理。中国古代墨工虽然不知

其所以然，却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领悟到其中的某些工艺要领。这也是中

国古代在化工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一。 

纸张品种增多，产量、质量的提高，加工技术的日臻完善，纸的应用的普及，

都标志着造纸业的兴盛。制笔、制墨技术的成熟和名笔、名墨的巧妙运用，无疑把

有中国特色的绘画、书法艺术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书法、绘画、制图的流行

和发展进一步活跃了商品市场，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造纸业社会功

能的活跃及文房四宝在传统文化中的展示，在明清时期更加突出。由于泥活字不易

上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普及。元朝延祐年间（1314—1320 年），

王祯发明了木刻活字取代胶泥活字，并创造了转轮排字盘，从而把印刷技术又推进

了一步。王祯用这套木活字试印了他自己纂修的，有八万多字的《大德旌德县志》。

不到一个月便印成了 100 部，可见效率之高。后来又出现了铜板印刷和套色印刷，

使印刷业更上一个新的平台。随之私家印书业有了很大进展，它的崛起无形中扩展

了思想自由交流的新空间。印刷业与造纸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当文化产业发展

了，原先卖纸、笔、墨、砚等文具的店铺也卖一些印刷而成的书、图、历法等文化

产品，逐渐发展出书坊、书店。书坊成为商品书籍流通的基地。当时一些规模较大

的书坊因成为文化人的社交场合和文化产品的市场而十分闻名。例如杭州的刘锦文

日新堂、燕山窦氏洁济堂、建安陈氏余庆堂、庐陵泰宇书堂、虞氏南溪精舍、范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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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寒堂、平阳司家颐真堂、建安万卷堂、李氏建安书堂、麻沙刘氏南涧书堂等。当

时的书坊除了刊印畅销书刊外，为了迎合应试文人的需求，还编印不少文选和带批

点评注的文章。在书籍刻印上，每部书的成本和利润、售价都会经过精确的计算。

书坊能营利，当然就能生存。印刷书刊作为新颖的商品进入市场，增强了文化产业

的生命力。 

印刷业的兴旺，必定带动造纸业的发达。民间造纸作坊遍布全国。原先造纸业

就较发达的浙江、皖南、四川成都等地继续成为中心，江西抚州、福建顺昌造纸业

也有新的发展，甚至连贵州、云南生产的皮纸也很有特色。例如，江西铅山的石塘，

康熙时出版的《铅山县志》卷一地舆志记载：“其地多宜于竹，水极清冽，纸货所

出，商贾往来贩卖”。这里居民多“以造纸为业”。据万历时陈九韶说，这里有“纸

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可观。由于

纸的用途除印刷图书、公私簿记、契卷、文牒以外，还要印不计其数的纸币。印纸

币一般必须使用高质量的纸，否则影响它在市场的流通。广泛的用途刺激造纸业的

发展，仅成都一处，以造纸为业的就有数十百家。 

为了装饰的需求和某些特殊场合的使用，染纸业作为造纸业的一个延伸辅助

部门，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行业。明代嘉靖年间，安徽歙州商人阮弼就是一个

例子。他起初在芜湖、南京间贩运纸张，获取厚利。后来，他观察到市场对色纸

的需要，在芜湖建立了染纸作坊，雇佣染纸工匠，从事染纸生产。他生产的多种

彩色纸张，远销吴越、湖广、河南及山东、直隶等地。市场上的彩纸供不应求，

促进他扩大生产，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城镇建立分局。逐渐掌握了规模巨大的染纸

作坊。这种商人由贩运获利转为投资生产经营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产理

念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在机械化造纸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尽管纸张和许多文化产品的生产规模

在扩大，技术水平在提高，商品化的程度也日越突显，但是在封建专制的小农经济

大环境下，只能是维系着那种遍地开花、个体经营的手工作坊的状况。 

 


